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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當大部分移民研究著重在前往已開發國家的人群，預設並討論族

群差異對移居生活的影響時，本文是以進入開發中國家的人群為對

象，討論階層差異對移居生活的影響。根據筆者 2004-2005 年與

2008-2009 年對東莞與上海兩地單身臺灣女性的觀察，筆者發現雖然

受訪者來自臺灣社會的不同階層，但是在當地都居於相對較高的社會

地位。受訪者與當地人的階層差距，不是促成移居的主要動機，卻對

定居的意願造成影響，特別展現在與當地男性的交往意願上。

對於受訪者而言，她們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主要取決於現居

地（東莞或上海）與原居地（臺灣 / 臺北）在兩岸間的相對位階，以

及臺灣人社群在中國大陸當地社會的位置。這樣相對優勢的階層位

置，降低了受訪者與當地深入互動的意願，特別是與當地男性交往的

意願。受訪者認為她們與當地男性的階層差距，不僅是經濟上消費能

力的差距，更是文化上日常生活品味與感知氣息的差距，形成一種

「不是不願融入，而是拒絕向下融入」的現象。

本研究從微觀的角度，討論階層位置對移居生活的影響，進而回

答過去研究中「為什麼不願意融入」的問題。認為除了常討論的族群

差異外，階層差異更可能影響移居生活，此一發現將有助於延伸既有

的移民研究與臺商研究。

關鍵字：階層、移民、融入、單身臺灣女性、中國大陸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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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87 年兩岸恢復民間交流起，一般推測已有 100 萬左右臺灣

人長期居住在對岸，1 然而，這個華人社會之間的人口流動卻很少被

既有的移民研究重視，因為大部分的移民研究集中在「族群」因素的

討論，忽略了「階層」因素 2可能造成的影響（Colic-Peisker 2008）。

隨著產業遷移與全球人才競爭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前往其他

國家，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Florida 2005; OECD 2008; Wennersten

2008），因此，討論白領階級的跨國移居經驗成為新的議題（Coles

and Fechter 2008; Solimano 2008），也為本研究帶來指引方向。

在相關討論中，一個被忽視的現象是「優勢移民」（privileged

migration）：從已開發國家往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流動，或者說「北向

南」的跨國流動。3 這類移居者也許在母國的知識技術有限，卻比地

主國的一般大眾充裕，而在當地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與社經地位，因此

不願意與當地社會有深入互動（Fechter 2007; Walsh 2008; Willis and

Yeoh 2008）。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屬於此一類，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技

術也許並不優渥，但是都比中國大陸一般大眾充足，藉由本文，我們

對「優勢移民」的移居生活，特別是當中的單身女性，將有進一步的

1 這是學界一般推估的數字。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到底有多少臺灣人在中國大陸，一
直是相關研究的障礙之一。根據 2010年 11月剛結束的人口普查，在上海市經常居住
（持多年期多次出入境的臺胞證）的臺灣人就超過 70萬，因此，在全中國大陸有超過
100 萬的臺灣人，應是合理的推估。資料來源：中央社，http://www.cna.com.tw/
ShowNews/Detail.aspx? pNewsID=201012020201&pType0=aALL&pTypeSel=0（取用日
期：2010年 12月 20日）。

2 不論在中文或英文的研究中，「階層 / 階級」或「stratum/class」都經常混用。較早的
用語，以「階級 / class」表示人群當中的上下區分關係，並強調彼此之間的衝突與對
立，而「階層 / stratum」也是表示上下區分關係，但是較強調經由流動來改變上下關
係；然而，晚近的用語似乎不再區分「階層 / 階級」與「stratum/class」。雖然混用的
情況並不少見，筆者仍以「階層」一詞，來描述受訪者與當地社會的上下關係，而不
採用「階級」，以避免延伸出的衝突意涵。

3 本文所說「已開發 /開發中」或「北 /南」是特定時空下將「原居地」與「現居地」相
互比較的結果，並非表示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固定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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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4

兩岸間大部分相關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遷移對兩岸政經

關係造成的影響，從微觀層次討論移居經驗的研究較少。過去的研究

發現，移居對岸的臺灣人大部分是臺資企業經理人、外派幹部與隨行

家人，主要動機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或避免在臺灣可能的失業風

險（劉玉照 2005）；少部分是受到情感因素所驅使，例如：為了家庭

團聚的外省老兵，或有強烈大中國意識的外省青壯世代等（林平

2009b, 2010）。雖然移居者動機各有不同，生活也有差異，卻大多無

意把中國大陸當作是一個長久定居的地方（林平 2009a；鄧建邦2009a,

2009b）。

然而，既有的研究並未討論為什麼這些人在當地呈現的是一種

「有限度適應」的情況，不是有著安定感與幸福感的「安身立命」，

而是在兩岸之間「持續不斷的回家」？這樣的發現不但與一般移民研

究認為「若族群差異小，生活應該適應順利」（Gordon 1964; Borjas

1999; Portes and Rumbaut 2001）的預測不同，也與跨文化心理學的研

究中，認為移居者如果是在文化親近性較高之間的國家移動，會面臨

較少的文化衝擊，應該能順利適應當地社會的預測不同（Berry 1992,

2004;Ward and Kennedy 1999;Ward 2004）。而近年來跨文化心理的發

展，認為應該將移居者在新環境適應的研究，細緻到移居者的個人生

活，以及將移居者與其他移居者或當地人的互動納入討論，形成一個

包含（且跨越）個體與集體的分析，才能更瞭解所謂「適應」的真實

全貌（Ward et al. 2001）。因此，筆者在本文當中，將「放大倍率」

4 根據筆者的觀察，新聞媒體與學術界當中對於此一「從臺灣到對岸」的人口流動現象，
所使用的用詞並不一致，常見是以「移民 / 移居 / 移住 / 遷移」與「大陸 / 中國大陸 /
中國」來指稱。然而，不同的稱呼方式，隱含了使用者對於兩岸當前（或未來）是否
從屬於某種形式的政治統合的認知差距。例如：「移民中國」意指這是一個「跨越國
界的人口流動」，而「移居大陸」則認為這是「同一國家內的人口流動」。筆者無意
在此討論這些差異，也無意因為文中使用不同詞彙而誤導讀者，所以在本文當中，筆
者對「移民 /移居 /移住 /遷移」與「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是以隨機方式任意使用，
除非特別說明，不代表筆者與受訪者對於兩岸政治統合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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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移居者的生活現況，瞭解他們「安身不立命」的原因，而不是將

移居者口頭上所說的「我很適應」當作標準答案。深入觀察移居者的

生活，以及移居者與其他移居者或當地人（特別是本文當中的當地男

性）的互動方式，才能回答實證資料中的疑問，以及發掘既有移民研

究當中的忽略。5

筆者透過紮根理論的資料處理方式來「讓資料說話」，發現這個

「安身不立命」的圖像似乎隱藏著「階層差異」的原因，當中又以單

身女性更為明顯。6 因此，本文是在不否認其他因素（例如：經濟誘

因）的前提下，特別討論「階層差異」對移居經驗所造成的影響，並

以單身女性為例，並不討論其他背景的受訪者（男性或已婚女性），

雖然他們的經驗也是非常重要。

貳、文獻回顧：

移民研究中的階層與女性

雖然跨國人口流動的現象存在已久，但是研究者常將單一民族國

家所形成的地理空間視為常態，把移居者如何能成為當地社會的一部

5 感謝審查人的提問：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維持有限度的接觸與隔離，算不算是一種「適
應」？筆者認為需要進一步檢視這種「有限度適應」的現象，除了是對既有理論的回
應外，也是田野中「恍然大悟」的經驗。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不止一次有受
訪者愉快地談論著自己在當地的生活，表示「我很適應」，並且建議筆者「不要唸博
士了，留在這邊比較實在」。開始，筆者也像一般旁人一樣，以為受訪者口中的「我
很適應」就是真實生活的全貌，但是，偶然一次無心的回問「那你會一直都留在這邊
囉？」卻讓受訪者陷入沈靜與尷尬，才讓筆者意識到受訪者口頭上的「我很適應」可
能只是某些物質生活的滿足，或者是用來應付外界探詢的「標準答案」，與內心真實
感受有相當的距離。這種表層與深層的差異，被一般的移民研究所忽略，因此，有必
要採用類似跨文化心理學的方式，深入討論移居者的內心轉變。

6 某位審查人提問，筆者似乎是先發現了「安身不立命」的現象，再去尋找原因？的確，
筆者是先發現了這個現象，再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有學術界前輩
提出，是不是有其他因素（例如：兩岸政治差異或族群差異）更適合解釋？然而，從
筆者收集到的資料，以及這些年來持續與不同性別受訪者的互動聯繫，更傾向選擇一
個「受訪者也同意」的切入點，也就是以「階層差異」來解釋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
並以單身女性的生活來說明。因此，本文討論單身女性，卻少觸及常見的「性別 / 空
間」論點，實在是不同主軸及篇幅有限下不得已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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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作為研究的出發點（Wimmer and Schiller 2002）。如果移入人群

並未被吸納進當地社會時，移居者與當地人的「族群」差異，或「文

化」差異，常被認為是適應困難的原因（Harzig and Hoerder 2009），

並認為移居現象若發生在「族群」差異小，或者「文化」差異小之間

的人群時（Gordon 1964; Borjas 1999; Ward and Kennedy 1999; Berry

2004），移居者應該能順利適應當地社會。然而，這種強調「族群」

或「文化」差異的解釋經常忽略了其他因素（Colic-Peisker 2008）。

本文討論的是華人社會間的人口流動，當「族群 / 文化」的差異被降

低時，正有助於思考其他因素。

一、移民與階層：移居者不一定都是社會底層人

隨著科技發展與跨國企業增加，跨國人口流動的類別也越來越

多，他們不一定是低技術的勞工，而可能是中產階級或專業知識的技

術人員（Castles andMiller 2003; Florida 2005），方向也不一定是由開

發中國家往已開發國家的「南向北」移動。因此，傳統「南向北」移

民研究的成果，不見得能解釋新的移居現象。例如，在「北向南」流

動中，移居者可能在當地國佔據中高階位置，而有不同的移居經驗

（Thang et al. 2002; Favell et al. 2006; Coles and Fechter 2008）。

根據 Fechter（2007）針對「印尼的西方人」的研究與 Leonard

（2010）的歷史資料整理，這些「北向南」的「優勢移民」呈現的是

一種「拒絕融入當地社會」的現象，與過去「南向北」的「勞工移

民」呈現的「被當地社會排斥」的現象不同，但是與過去「旅居殖民

地的母國人民」研究相似（Cartrell 1984; Kirkwood 1984）。這些研究

中，移居者偶然前往較落後國家，發現自己有限的資源與能力在母國

不受重視，卻在新環境中有競爭優勢，因而從短期停留延伸為長期居

留或定居（Fechter 2007）。

Fechter（2007）關於「階層與移居生活」的討論，在 Colic-

Peisker（2008）的研究中更清楚的顯現。Colic-Peisker 發現，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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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一母國進入同一地主國，移居者在移入初期時階層位置的差異，

將使他們的移居經驗有所不同，因此，他將移居者的階層位置定義

為：移居者母國與地主國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global hierarchy of

nations），以及移居者在當地社會所屬團體的社經地位（the

socioeconomic profile of the group itself）。雖然這些研究都指出，不同

的階層位置會帶來不同的移居經驗，但是國際上的相關研究並不多

（劉云剛等 2010）。

這種對「階層」因素的忽略，也出現在臺灣的移民研究上。雖然

社會學者藍佩嘉（2005）與曾嬿芬（2006）都指出，臺灣的移工 / 移

民政策，一方面將來自西方與日本的外籍人士都視為高階白領，是受

歡迎的移入者，另一方面又將來自東南亞的外籍人士都視為落後的他

者，排斥在國門之外。但是目前只有極少數的研究以這些「高階白

領」為對象，討論他們在臺灣的生活（小宮有紀子 2008; Tzeng

2010）。在移出人口方面，如果區分為進入歐美先進國家的「華僑 /

臺僑研究」與前往後進國家的「臺商研究」，學者們都認為海外僑民

與當地社會互動有限，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才會改變（Siu 2005; Park

2008; 王宏仁 2009; 姜蘭虹、黃禮強 2009）。然而，學者們似乎忽略

同樣是「互動非常有限」的表層現象，是否有不同的原因？同樣的，

雖然既有「中國大陸臺商研究」認為，移居到東莞的臺商多屬於中小

企業或勞工創業，移居到上海的臺商多屬於教育水準較高或與資訊業

結合，前者在當地有相當的優勢，後者與當地的差距較小（耿曙

2002），但是也缺乏進一步討論這樣的階層差距，會對移居經驗帶來

什麼影響。7

7 比較特殊的是夏曉鵑（2002）在《流離尋岸》當中，討論國際政經體系（核心國 / 半
邊陲 / 邊陲）對跨國婚姻的影響。此外，龔宜君（2005）在《出路》一書中也描述了
在東南亞的臺資企業當中，臺灣人、當地華人與當地人的上下階層關係，但是比較缺
乏討論此一階層關係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另一個例子是耿曙與林瑞華（2009）的會議
論文〈階級、省籍或政黨？臺灣人當地融入狀況之比較〉，僅有點出階層位置可能造
成影響，缺乏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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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早期的殖民地研究，或是晚期 Fechter（2007）與 Tzeng

（2010）的研究，都顯示對於進入後進國家的移居者而言，移居者在

地主國的階層優勢會使他們的移居經驗格外特別。然而，這些討論的

既是跨階層也是跨族群的人口流動，當本研究將「族群」的因素降低

後，更可瞭解「階層」因素帶來的影響。

二、階層與女性：從「雙重壓迫」到「鳥籠裡的金絲雀」

既有的移民研究大多以男性的移居經驗為主，較少討論女性移居

者的經驗（George 2005）。以女性為主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女性如

何在移居過程中挑戰父權社會限制，重新定位自己（Kofman et al.

2000; George 2005; Chiang 2008）。這些研究中的女性，大多是求生存

的「南向北」移居者（Piper and Roces 2003），她們面臨地主國與本

國男性的「雙重壓迫」，因此容易接受不符合自己專長，又不被重視

的工作機會（Dias and Wanasundera 2002; Garcia et al. 2002）。

以「優勢移民」女性為主題的研究就更少了，有限的研究都是以

跟隨配偶而前往後進國家的女性為主題，發現他們比當地人享有更好

的物質生活，但是專業能力不被當地的母國社群認可，也不被允許與

當地社會有較深入的接觸（Clark 1984; Tremayne 1984; Callaway 1987;

Strobel 1991）。雖然這種移居經驗滿足了移居者想要成為「全球菁

英」（cosmopolitan elite）的想像，但實際上是「金鳥籠裡的麻雀」

（living in the golden cage），與外在世界有著不小的隔閡（Fechter

2007）。

若是與傳統為了求生存而遷移的女性相比，這些女性比較是為了

「家人團聚」或「追求自我實現」而移居（Fechter 2007）。她們遷移

後發現，自己所屬的移民社群排斥當地社會，而另組不對當地人開放

的小團體（Coles and Fechter 2008）。她們移居前都有一定的工作基

礎，雖然移居後不需要投入於家務勞動，卻必須放棄自己專業領域的

成就來配合配偶，還可能被貼上「累贅」（trailing spouse）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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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oh and Khoo 1998）。

然而，這些有限的研究，多集中在已婚女性，缺乏對未婚女性的

討論。兩項以單身女性為主題的研究（在中國的英國人 / 在新加坡的

日本人）發現，她們與被視為「累贅」的已婚女性不同，有著自己的

工作與成就感，對生活品質與情感歸屬也有一定程度的渴望（Thang

et al. 2002;Willis and Yeoh 2008）。雖然如此，她們卻又對當地男性多

抱持著一定的距離，希望與同國籍的男性交往，相當程度因為無法在

當地獲得滿意的情感關係而離開（Willis and Yeoh 2008）。然而，這

些研究缺乏進一步討論，為什麼她們排斥當地男性？可預期的婚姻

（或穩定的異性關係）對她們的移居生活有多大的影響？

三、階層與婚姻：婚姻是品味相近的結合 8

討論階層，就必須先談論「階級」（class）。根據Marx（[1857]

1993）的定義，階級是依生產方式區分成「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

與「出賣勞力換取工資的工人」。他以生產關係為來界定階級，並且

認為此一對立關係必須經由革命才能解決。然而，這樣的分析有其獨

特的時空環境，當進入二十世紀後，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昇，

加上第三產業蓬勃發展，這種「二元對立」的上下位置關係相當受到

挑戰。Weber（[1848] 2005）認為上下位置關係的界定方式，除了經

濟面向的財富之外，也包含社會面向的聲望與政治面向的權力，並且

認為不同的上下位置會帶來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此後，不少

學者延續 Weber的看法，以多元流動的位置關係取代 Marx的二元對

立，並逐漸以「階層」（stratum）取代「階級」（class），但不時也

有混用的情形（楊國斌 2009）。

Weber 之後，Veblen（[1899] 1994）與 Bourdieu（1984）等人也

8 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無意認為婚姻是每個人的必經路徑。但是由受訪者的反應顯示，
「是否（可能）有適當的婚配關係？」是影響在她們在當地生活的關鍵因素，因此加
入這一小結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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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階層位置對生活方式的影響。Veblen 在《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中指出，對於經常從事體力勞動的下

層階層，由於收入不穩定，消費行為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做為優先

考慮，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後，才會從事其他消費行為。但是，

對於有錢有閒的上層階層而言，為了區別自己與體力勞動的下層階

層，休閒不是只為了維持繼續工作的能力，還刻意強調精神層次的活

動；消費不再是只是為了滿足生活需求，還必須刻意維持特定的美感

或舒適的生活環境。

Bourdieu在《秀異》（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一書中進一步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來描述階層與生

活方式的關係。他認為行為者的資本總量與資本結構（文化資本 / 經

濟資本），決定了行為者在這個社會空間當中所處的位置。而在這個

社會空間當中，位置越接近的行為者，彼此之間在客觀條件上有著越

多的共通性，有著類似的行為與偏好。這些行為者，又可以分成有充

裕資本的宰制階層、依循既有社會秩序往上爬的小資階層，以及底端

的無產階層。而社會當中的主流文化與秩序，是依照宰制階層的觀點

進行。宰制階層的儀態、語言、生活與消費方式，常被定義為「好的

品味」，成為社會風尚。

在這個社會空間中，「階層」與「生活方式」彼此之間不但有著

相當的關連性，還會內化成為某種具有意義的感知與氣質而成為「慣

習」（habitus），形成對文化藝術偏好的品味，並且在不同的場域中

有著不同的實踐。在這個階層 /慣習 /品味 /實踐的關係中，中下階層

的行為者會透過學習中上階層的生活實踐，希望逐漸改變自己的品味

並形成慣習，以提升自己的階層地位。另一方面，也由於行為者在不

同場域中的實踐，反映出他的品味、慣習與所屬的階層，行為者也容

易透過他者在生活當中的實踐，來判斷對方的品味與感知氣息，進而

判斷對方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來決定彼此互動的親疏遠近關係。行

為者還會採取若干策略，來維持或增加資本總量，以維持或提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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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例如：小資階層除了會刻意模仿宰制階層的品味與實踐外，還

可能會刻意與宰制階層建立密切的社會關係，或排斥與中下階層有著

密切的互動關係，進而提升（或避免降低）自己的社會地位（Bourdieu

1984）。

在各種策略中，婚姻關係是重要的環節之一。Becker（1973,

1974）的研究發現，人們選擇婚配對象，是在一連串內在與外在因素

的綜合比較下，選出外在因素價值總和最大，但是內在因素差異最小

者，成為婚配對象。外在因素主要是指以職業、收入及教育為主的物

理特質；內在因素主要是指人格特質、偏好與品味為主的心理特質。

也就是說，婚配對象是受到階層位置所影響，而這個階層位置，包含

了經濟面向的收入與工作，與文化面向的偏好與品味（Tu 2007）。

Bourdieu與Becker的推論，也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華人社會的

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女性容易將婚姻視為向上流動的機制，因而偏好

選擇位置高（或排斥位置較低）的男性，形成一種「上嫁 / 下娶」的

現象（Croll 1981; Tu 2007）；臺灣的研究也支持了 Becker的看法，

認為女性擇偶偏向選擇外在因素價值總和最大，但是內在因素差異最

小者，形成具有「同質婚」（homogamy）性質的「上嫁 / 下娶」

（marriage gradient）關係（伊慶春、熊瑞梅 1994；蔡淑玲 1994；楊

靜利等 2006）。而在跨國婚姻方面，既有的研究也顯示，跨國婚姻容

易集中在先進國家男性與後進國家女性之間，形成一種跨國版的「上

嫁 /下娶」關係（Lu and Yang 2008; Tseng 2010）。9

9 編輯委員提出一個問題，「上嫁 /下娶」是否完全由當事人雙方所屬的族群 /階層背景
而決定？例如：臺灣中產階層女性與美國農村男性的婚姻，是「上嫁」還是「下嫁」？
筆者的回應如下：第一、這一小段的文獻回顧，多是從既有統計資料得來的鉅觀分析，
所呈現的趨勢，可以作為本文討論的基礎，但是不表示適用於每個受訪者；第二、筆
者也同意這樣的相對位階關係，是有可能受到時空環境變化及當事人個別情況而有所
影響。本文中對S-11、S-13、D-3與Doris的討論，以及其他受訪者對這幾位當事人的
看法，都呈現出這種變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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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與提問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得到幾項結論與提問。

（一）當主流的移民研究與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認為「族群 / 文

化差異」是解釋「移居者是否適應」的主因時，當前的臺商研究卻發

現，雖然兩岸之間有著語言文化的高度親近性，移居者並未如預期產

生「安身立命」的定居現象。這顯示應有其他的原因，影響了移居者

的生活適應。

（二）由於本文受訪者比當地社會一般人有著更高的社經地位，

引導我們回顧從 Fechter（2007）、Colic-Peisker（2008）到 Leonard

（2010）有關「優勢移民」的研究，進行一個較少被討論的問題：當

移居者不是缺乏知識技術的低階勞工，而是比當地一般人有著更充裕

的專業知識，他們是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既有研究顯示，這些移居者

在當地社會是一種「拒絕融入」的現象，而不是「被排斥」的隔離，

然而，這些研究多以男性或已婚女性為基礎，很少針對單身女性的討

論。藉由討論單身女性的生活，特別是她們對當地男性的看法，來說

明為什麼是一種「拒絕融入」的現象。

（三）由於討論本文受訪者對當地男性的看法，涉及到不同階層

之間如何互動的問題，我們回顧 Marx（[1857] 1993）、Weber

（[1948] 2005）與 Bourdieu（1984）以來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階層

代表的是資本總量與資本結構的差異。這兩者的差異決定了行為者在

社會空間中的位置。這些位置不但影響了行為者內在的感知氣息，以

及外在的品味與生活實踐，更影響了不同行為者之間的親疏遠近關

係。Bourdieu進一步認為，行為者也會採取若干策略，例如：婚姻，

來建構（或避免）特定社會關係，以維持並提升（或避免下降）自己

的位置。這樣的看法間接被既有（跨國）婚姻研究所支持，但是女性

更容易採取此策略，因此容易呈現出「上嫁 /下娶」的通婚現象。

（四）基於這些文獻回顧，筆者提出兩項假設。第一，造成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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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願意在當地定居的原因，並不是過去移民研究假設的族群差異，

而是移居者與當地社會的階層差異。她們對當地一般男性的排斥態

度，以及對高階白領男性的想像，呈現的正是Bourdieu的社會空間當

中，小資階層希望透過不同策略，以提升（或避免降低）社會地位的

方法。第二，根據 Colic-Peiske 的定義，移居者的位階是由原居地與

現居地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加上移居者社群在當地社會的位階而決

定。由於兩岸城市之間的發展在近十年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使得臺灣

（臺北）/上海 /東莞在不同的時間點，有了不同的階層差距。因此，

筆者假設東莞 / 上海兩地同一時期的同類受訪者，或者同一城市在不

同時期的同類受訪者，她們對當地男性的態度也是有所差異的。而這

些差異，更說明了階層差距所造成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由於統計抽樣的困難，過去相關主題的研究都是以滾雪球的方

式，在特定臺商企業中選取受訪者（林平 2009a）。本研究不希望呈

現的是特定企業內受訪者的反應，而是不同受訪者之間的共同反應，

以及反應背後的共同因素。因此，筆者以最大差異化的抽樣方式，盡

可能窮盡不同背景的受訪者，藉著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來瞭解她

們移居中國的原因與移居後的生活。

一、資料來源

雖然至今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可以說明臺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分佈

狀況（林平 2009a），但在 2004年前的研究就已經顯示，東莞（以及

鄰近的廣州與深圳）及上海（以及鄰近的江蘇昆山）是當時的主要聚

集地，並且設有兩岸政府都核准的台商學校（牟淑芬 2001；林至慎

2002；劉勝冀 2002；莊好、魏炯翔 2003），因此，筆者在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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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選取這兩地為主要田野調查地。102004-2005年時，筆者在東莞與

上海兩地一共接觸 51 位受訪者，其中 22 位是女性。在這 22位女性

當中，有 8 位離開臺灣時就已經結婚，有 14 位離開臺灣時未婚（當

中又有 4位後來結婚）。此外，筆者也積極參加相關單位的活動並收

集資料，以補充（或確認）受訪者的資訊。11本文是以這 14位受訪者

在 2004-2005年及 2008-2009年的移居生活為主，同時參照其他資料，

來探討單身女性的移居經驗。這些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 1 14位主要受訪者基本資料（2004-2005年）

代號 /族群 12 性別 /
出生年 13 教育 14 工作經驗 15

臺灣 /大陸
住宅 16 親人 17

臺灣 /大陸
職業 18

東
莞
地
區

D-3 /外 女 / 67 16 10 / 3 是 是 /否 外派

D-6 /外 女 / 77 16 0 / 2 否 否 /否 外派

D-10 /外 女 / 81 16 0 / 1 否 是 /否 外派

D-12 /客 女 / 83 14 0 / 2 否 是 /是 外派

D-19 /客 女 / 85 13 0 / 0 否 是 /否 學生

D-20 /客 女 / 77 16 5 / 0 否 是 /否 學生

D-25 /閩 女 / 77 13 1 / 7 否 是 /否 外派

D-30 /閩 女 / 81 16 0 / 1 否 是 /否 外派

上
海
地
區

S-2 /外 女 / 57 14 10 / 10 否 否 /是 外派

S-4 /閩 19 女 / 69 18 5 / 4 是 是 /否 自營

S-7 /閩 女 / 69 16 1 / 11 是 是 /否 無業

S-11 /閩 女 / 67 17 8 / 1 否 否 /是 外派

S-12 /閩 女 / 58 16 20 / 6 是 是 /否 自營

S-13 /外 女 / 63 16 5 / 12 是 是 /是 自營

10 有兩點要特別說明。第一、當初選取這兩個城市，不是為了進行比較研究，而是試圖
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限制下，儘量包含不同地區的臺灣人，拼湊出一個全貌。然而，
也許本文讓讀者有「雙城比較」的味道，純粹是資料呈現的自然結果，並非一開始就
刻意進行比較。第二、雖然隨著時代變遷，臺商也逐漸往內陸城市移動，但是各種研
究報告依然顯示，這兩個城市仍然是臺灣人最大的聚集地。因此，以這兩個城市為主
要田野地，有一定的合理性。

11 這些單位包括：東莞、上海與昆山三地的臺商協會與臺灣事務辦公室、華東臺商學校、
東莞臺商學校、東莞臺胞臺屬聯誼會、上海慈濟，以及臺北市東莞同鄉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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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與限制

參考前一節文獻回顧中 Colic-Peisker（2008）的討論，在本研究

中，將受訪者的階層位置定義成：「原居地（臺北）與現居地（東莞

或上海）的相對位階，加上移居者在現居地（東莞或上海）所屬團體

的位階」，20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瞭解這樣的階層位置對於移居生活

的影響？如同前一節文獻回顧中「四、小結與提問」的假設，除了直

接與受訪者討論之外，透過比較同一時間的同類受訪者在不同城市的

生活，或是比較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間對同一議題的反應，可以知道

階層位置的差距對受訪者移居經驗的影響。

在資料分析上，筆者是從田野紀錄中選取內部關鍵事件（例如：

2004-2005 年某臺資企業的「門禁事件」）、外部重大事件（例如：

2008 年北京奧運、臺灣總統大選，以及 2010 年上海世博與廣州亞

運），以及一般生活事件（例如：週末休閒活動、八卦傳聞）為主要

資料。將每一個事件視為一個「小拼圖」，再以「鳥瞰」的方式將

「小拼圖」拼湊成立體的「大全貌」，來呈現出不同受訪者之間的共

通點。此一方式雖然看似不如常見的「訪談與回答」直接，但資料是

12 代號 / 族群：本文當中所使用的代號；「閩」代表閩南、「客」代表客家、「外」代
表外省。

13 性別 /出生年：男表示男性、女表示女性；數字表示出生於西元 19XX年。
14 教育：表示受過多少年的學校教育。
15 工作經驗：表示在臺灣與大陸兩地分別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
16 住宅：表示是否在大陸擁有私人住宅。
17 親人：表示移居之前，是否有「臺灣人」或「大陸人」的親人在大陸。
18 職業：「自營」表示為企業業主、「外派」表示臺資企業派駐大陸幹部、「當地」表

示受雇於大陸當地企業、「外商」表示為外資企業派駐大陸幹部。
19 加框的這 4位，S-4, S-7, S-11, S-13，雖然離開臺灣時未婚，但是後來都在大陸當地結

婚。
20 也許讀者會問，為什麼現居地要區分成東莞與上海，而原居地卻是以臺北為對象？第

一、雖然本研究中受訪者都在中國大陸，但是分屬在東莞與上海兩個在教育水平、人
均收入與基礎建設差異大的城市，所以前述「地主國」的定義修改成「現居地（東莞
或上海）」，以符合討論需要。第二、雖然受訪者來自臺灣不同城市，但是發現受訪
者在移居之前，都在臺北有過相當長時間就學或工作，對受訪者而言，臺灣內部的城
市差異雖然存在，但不被認為有影響力的比較基礎。因此，筆者以「臺北 / 東莞 / 上
海」在兩岸之間的比較，取代「母國 /地主國」的相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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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受訪者真實生活的觀察，更能反映出受訪者的真實意向。

此外，雖然筆者採取「最大差異化」的抽樣方式，根據不同背景

受訪者的共同反應，來推測這是母群體（在東莞與上海兩地的單身臺

灣女性）「應有的重要現象之一」，但是筆者無意表示可以推測成母

群體「所有重要現象」，也無意否認還有其他重要因素的可能。因

此，本文當中與受訪者有關的數字部分，純粹是當時情境描述，除非

特別說明，並不具備強度或頻率上的意涵。

肆、發現與討論

雖然本文主題是集中在遷移後的生活，但是為了讓讀者有較完整

的瞭解，也由於階層對遷移動機具有某些影響，因此，仍然先討論她

們的動機。

一、「位階上升」的想像：移居前的共同期望

在 14位受訪者當中，12位在筆者初次接觸（2004-2005年）時就

表示「經濟因素」是自己到中國大陸的主要原因。21 他們認為到大陸

工作，是為了避免在臺灣可能的失業風險，但隨著接觸時間越長，筆

者發現這個「言之有理」的說法可能還有許多「一時說不清」的原

因，像是「跟他分開（分手 / 離婚）後，我就來到這裡了」，22或是

「她是董事長 / 會長 / 總經理的親戚，（所以她有這份工作）」。很

快的，「經濟因素」並不能充分解釋她們的遷移動機，對她們而言，

移居不僅是「找 /換工作」，更是特定情境下掌握機會，滿足「升級」

的期望。

21 例外的這二位受訪者，一位是早在 1990年代初期就跟隨父親返鄉的外省第二代，另一
位是為了與在英國認識，後來相戀卻分開兩地的大陸男友結婚定居。

22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的確，「逃離臺灣的婚姻 / 感情壓力」也是較資深受訪者離開臺
灣的因素之一，在本文較早的版本—短文〈庭院深深深幾許〉（林平 2009c）中曾有
所討論，然而，此一因素並不適用於較年輕的受訪者。為了避免模糊焦點，所以本文
並未針對這一部份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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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換個地方開花店」：8位較資深的受訪者

先討論 14位當中，8位在離開臺灣時已經超過 30歲的受訪者，

雖然教育程度各異，但是移居前都有了相當穩定的工作，與當地人

（或當地的臺灣人）並無密切關係。為何在臺灣工作穩定，大陸又沒

有熟識親友的情況下，卻放棄臺灣的生活呢？面對這個疑問，有 6位

受訪者回答「（我朋友）要我來跟他來這邊試試看，我就過來了」，

表示移居大陸是為了想要試試看不同的工作環境。23

她們為什麼會有信心選擇以中國當作新的方向呢？除了「語言

通」的共同反應外，她們都感慨自己在臺灣的工作雖然小有基礎，但

是不受到重視，透過當時的資訊，發現自己的專業所學在當地「應該

是很有發展的，因為這邊人不懂」，而有勇氣的決定移居。例如：從

南部某國立知名大學企管畢業後，便經營個人花店的受訪者 S-7，她

表示雖然生意穩定，但是「開花店」的工作始終不被親友認可。偶然

中聽到在大陸工作的朋友抱怨「去醫院看病人，居然找不到地方買一

束像樣的花」，她發現即使是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很多方面仍

然是落後臺灣，她認為自己在臺灣不受重視的經驗，到上海應該會有

發展空間，而選擇移居。

（二）「小職員變機要秘書」：6 位較年輕的受訪者

接著討論 6位在離開臺灣時是單身，年紀都是 20餘歲的受訪者。

雖然她們在臺灣至少都接受 12 年以上的教育，但是工作經驗有限，

卻有4位是在當地台商企業擔任機要秘書或會計工作。24面對筆者「為

23 例外的這兩位都是外省第二代的受訪者，對她們而言，雖然同樣有著「尋找新的事業
/感情的空間」的因素，但是臺灣政治的紛擾不休與令她們感受沈重的「去中國化」發
展，才是促成她們離開臺灣的關鍵因素。關於外省第二代受訪者的討論，請參閱另一
文〈身在家鄉為異客〉（林平，2010）的討論。

24 例外的這兩位是 D-10與 D-19。D-10在原錄取人臨時缺席的情況下，被臨時通知遞補
上班。D-19則是在當地高校就讀的大學生，雖然她不在當地工作，但是在「臺灣只能
進入後段大學」的情形下，如願進入了當地知名高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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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到大陸工作？」的詢問，得到都是如「在臺灣找不到（適當的）工

作啊」這類答案。當筆者進一步詢問，如何在缺乏相關學經歷時，卻

能成為當地臺商企業的核心幕僚，得到了「運氣好」這類回應。然

而，隨著接觸時間延長，筆者發現她們都是在家庭近親的協助下，得

到在大陸的第一份工作，或是第一份工作的實際雇主，就是近親長

輩。

雖然「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是受訪者思考離開臺灣的主因，

卻不是成行的關鍵因素。她們表示自己與若干家人都曾以「安全問

題」為理由遲疑，但是，另一些家庭成員表示，移居後不但可以有工

作，更能從無人聞問的小職員「升級」成為公司的核心幕僚，並且住

宿交通等基本生活都有人照料，因而「放心」移居當地。當受訪者發

現無法在臺灣的就業市場取得一定的競爭位置時，透過近親的安排，

發現自己有限的能力在大陸可以得到超過預期的工作機會，這種「爽

爆了」的想像，相當程度使受訪者輕忽其他風險而決定移居。

（三）代小結：遷移不只是為了工作，更是對於向上流動的期望

這一節的討論發現，受訪者所宣稱的「經濟因素」與過去「南向

北」研究主張的「經濟因素」有所不同，並不是一種「非走不可」的

情況。在這個「找 / 換工作」的表層現象下，隱含的是對「升級」的

期望。受訪者覺得自己將由「有點小基礎，但又好像施展不開的幹部

/ 小老闆」轉變成「開創另一片天空的專業經理人」，或由「累得要

死，還被人當作是垃圾」的小職員轉變成「董事長 / 總經理的機要秘

書」。也就是說，雖然受訪者在臺灣的背景不同，但是共同點是都預

測自己移居後會取得更高的社經地位，而願意去面對新的環境。

對於第一組「換個地方開花店」的受訪者，雖然自己在臺灣的工

作穩定，但是也面臨一定的瓶頸，試圖藉由到東莞 / 上海從事相關行

業，以尋找另一片天空；對第二組「小職員變機要祕書」的受訪者而

言，雖然「找不到（適當的）工作」是離開的主因，但是從「安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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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到「放心」的轉變，顯現出「升級」期望所帶來的影響。這兩組

受訪者的考慮，在不同方向上符合了過去的階層研究，認為「階層流

動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會引導個人的行為與目標（Erickson and

Goldthorpe 1993）。對於這群具備若干資源的移居者而言，遷移不僅

是「移出」，工作也不僅是「為了生活」，更是追求更好的「階層位

置」。雖然新國家看似落後，卻可以取得相對優勢的位置，從母國社

會的一個小市民轉換成地主國社會的重要人物。然而，由於這種「向

上流動」的期望是建立在與當地人的對比上，這種「高人一等」的預

期心理，反而限制了移居後的定居意願。

二、「不是不願融入，而是拒絕向下融入」：

移居後的生活適應

她們移居後的生活又如何呢？筆者發現，當受訪者一方面高興的

談論上海外灘美景與羅湖商場購物經驗時，另一方面卻對筆者「生活

這麼好，那你應該會長久待下來囉？」的問題沈默，筆者的疑問是，

上海外灘的五光十色與久光百貨的精品專櫃（或者東莞上島咖啡與虎

門盜版 DVD），真的可以滿足受訪者嗎？

如同〈從居住空間看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一文中的描

述，在 2004-2005年時，在東莞與上海兩地有工作的受訪者，若非企

業經營者，就是任職於臺資企業的中高階幹部。而當地臺資企業對於

臺籍員工都會提供比當地員工優厚的食宿與交通安排，形成一種「同

公司上班，同住在宿舍，卻各過各的」情況，即使自行在外租屋或購

屋，與鄰里的互動也非常有限（林平 2009a）。形成不僅是「地理空

間」上的區隔，更是如同 Bourdieu（1984）所說，是「社會空間」上

的區隔，是一種同時結合了經濟能力、消費行為與生活品味上的區

隔，才會有「我們去文華酒店吃飯，一餐六十八；她們去旁邊的路邊

攤，一餐十塊錢」的現象。

筆者無意評斷這些生活方式，但是想指出這種生活方式，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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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形式的區隔。雖然如同移居前的想像，移居後「小職員變機要秘

書」、「小老闆變經理」，真的是「有房〔宿舍〕、有車〔交通

車〕、有佣人〔鐘點工〕」但卻是一種「鳥籠裡的金絲雀」（living in

a golden cage），進一步限制了她們與外在世界的互動（Fechter

2007）。這種因為「優勢階層」而造成的隔閡與影響，更可以由她們

對當地男性的態度來說明。

（一）「庭院深深深幾許」：8位較資深的受訪者

對於前述「換個地方開花店」的 8位受訪者而言，她們都以「看

看再說」的答案，表示自己的定居意願。這個回應乍聽之下都是指

「工作上是否穩定」來決定，但深入瞭解後發現，相當程度上是受到

「感情是否穩定」的影響。

如同〈從居住空間看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一文中的描

述，受訪者假日也會到市區或鄰近城市逛街購物。當臺籍男性希望能

有適當的女性伴侶，受訪者也會希望在當地有適當的男性伴侶。但

是，令她們失望的是，當臺籍男性的夜晚若不是忙於加班工作中，或

是有著可以一起「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女性伴侶，就是享樂

於當地的聲色場所。她們發現自己一方面不被鼓勵如同男性一樣縱情

於聲色場所，另一方面卻在尋找伴侶的過程中產生焦慮，進而不確定

是否真的要在當地定居？25（林平，2009a）

25 受訪者因為缺乏適合的婚配對象而產生的焦慮，不太容易在訪談中表達，但是在
2004-2005年，有一個「門禁事件」與相關延伸傳聞，也許可以協助讀者瞭解。當時有
一臺資企業某日突然將臺籍員工分男女集中召開臨時會議。在對男性員工的會議當中，
男性最高負責人表示，最近有一位男性幹部因為在花街柳巷尋芳而遭到當地公安拘禁，
他提醒男性員工「要自愛，要想到家庭」，並且要求男性員工抄下他的電話號碼，如
果有發生任何「緊急情況」，要立刻電話聯絡他。男性員工在會議結束後一方面揣測
「是誰出事」，另一方面彼此調侃「最近要乖一點」，把會議當作善意的提醒。但是，
在對女性的員工的會議當中，女性最高負責人僅表示「大家都是好姊妹」，要求大家
互相提醒，並且每晚「十一點之前要回到宿舍」，並沒有進一步解釋這項「門禁」的
原因。當男性員工將會議視為「提醒」覺得感謝時，女性員工對公司的「門禁」覺得
不以為然。很快的，女性員工也知道該次臨時會議的原因。數天後某日，受訪者 D-3
的同事Doris在與筆者談論此事時，突然說：「你們男人是在天堂，可以到處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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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認為「我不年輕了」，希望與單身男性的交往是能以婚姻為

前提的，因此，可能的對象應該如同Becker（1973, 1974）或Bourdieu

（1984）所說，擁有若干可以「匹配」的外在條件，是可以提升（或

至少維持）社會地位的。但是這個看似寬鬆的選擇方式卻面臨著相當

的困難。當事人生活周遭中的單身臺灣男性，若非已婚或有固定伴

侶，就是經常涉足聲色場所而不考慮認真交往；而年齡相仿的大陸男

性通常都已經結婚，即使未婚，幾乎都是工作上的中低階員工，缺乏

交往的意願。因此，雖然移居滿足了受訪者工作上「更上一層樓」的

想像，但是情感失落使她們即使「房子都買了」，還是缺乏在當地有

「安身立命」的感受。

此處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受訪者與當地男性交往的，並非兩者

之間的「族群差異」，而是如同 Bourdieu（1984）所說，是小資階層

對中下階層的排斥，是一種階層位置上的差異。雖然大部分的受訪者

都排斥當地男性，但在 2004-2005年時，仍然有 S-11、S-13與D-3三

位受訪者與當地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男性通婚或交往。26 這些受訪者一

方面表示排斥當地男性，另一方面也表示聽過類似 S-11、S-13或D-3

的例子，並且「有機會也會願意試試」，這顯示影響她們與當地男性

的交往意願時，「想像的階層差距」的確可能構成一個障礙。除非事

先已經得知對方的階層位置，她們對當地單身男性都是抱持警戒，在

「臺灣男生太花，大陸男生不是太糟，就是沒機會認識」的情況下，

形成了「庭院深深深幾許」的現象。

這種「庭院深深」的失落情緒，在過去研究中很少被討論。當

「我已經半年沒有性生活了」、「公司居然連這些事情都要管」。Doris 對「門禁事
件」的反應，讓筆者突然意識到單身臺籍女性似乎對異性交友存在著程度不一的焦慮，
也發現當地流傳著不少類似「A女性搶了 B女性的男友」或「C女性早上六點從 D男
性房間出來」的八卦傳聞。當時筆者無法確認傳聞的真實性，但是隨著相識時間拉長，
發現當年傳聞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傳聞中的當事人，都是有一定工作能力與基礎，
卻仍然單身的臺籍女性。

26 S-11的配偶是在英國攻讀碩士時的同學；S-13的配偶是一位「文革的時候家裡還可以
有佣人」的北京望族後代；D-3 的前男友則是南方某知名高校的副教授。這些都表示
她們交往的對象，都在當地社會有一定的階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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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北」的單身女性傾向透過與當地男性通婚而在當地定居，本文

發現「北向南」的單身女性卻是因為階層因素排斥與當地男性交往，

希望選擇同為「北向南」的單身男性交往，卻發現適合的單身男性若

非身旁已有固定伴侶，就是必須面臨當地女性的競爭，相當程度因為

情感的失落而不確定是否應該繼續在當地定居。為什麼階層差距有這

麼大的影響？階層差距又代表什麼意義？下一小節將進一步說明。

（二）無緣的「腳踏車羅曼史」：6 位較年輕的受訪者

當筆者在 2004-2005年接觸這組「從小職員變成機要秘書」的受

訪者時，她們都是 20餘歲，偶而抱怨工作 /課業繁重沒機會遇到好男

人，卻也互相調侃周遭的追求者都是「爛桃花」，不是早就花名在外

的臺灣男性，就是看不上眼的當地人。我們藉由受訪者D-19的反應，

來說明她們對當地男性的態度。

我們約在廣州天河的中森名菜（日本料理店）碰面邊吃邊

聊。我問她，「妳有跟這邊人約會過嗎？妳這麼可愛的，這

邊應該有很多男生想追妳吧……」 她說，「沒有啦……哎

唷，是有一個男生，他問我要不要坐他的腳踏車。他要騎腳

踏車帶我出去玩。我不要坐他的腳踏車……」午餐之後，我

們在餐廳門口分開，我看她蹦蹦跳跳的攔一輛計程車離開。

（田野日誌 14/11/04）

如同前述，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工作於臺資企業的中高階幹部，薪

資都比大陸籍員工高出許多。這種收入上的差異不但帶來了購買力上

的差異，而且間接促成了消費模式的差異。受訪者出入的交通工具幾

乎都仰賴公司（或親友）的專車接送，或是搭乘有固定合作關係的私

家車，而非當地人經常搭乘的「摩的」27、公交車（公共汽車）或出

租車（計程車）；消費場所也偏向於西式 / 日式 / 臺式餐廳、明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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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百貨公司或大賣場，而非當地人經常出入的路邊小吃、大排檔或

市集。每當週末來臨，受訪者容易將搭乘交通車到深圳羅湖商場（或

上海市中心）逛街、享用豐富的中餐（或下午茶）、打保齡球（或高

爾夫球、沐足），然後在晚上搭乘特定交通工具返回住所，當作辛苦

工作後的休閒活動。

然而，對她們的大陸籍男性同事而言，搭乘交通車到市區之後，

在當地市集購買日用品、在狹小巷弄中的路邊攤用餐、然後在傍晚搭

公交車或「摩的」回到住所，才是常見的休閒生活。因此，雖然受訪

者 D-19希望在中國大陸尋找到適合的異性伴侶，並不令人驚訝的發

現她拒絕與當地男性發展一段可能的「腳踏車羅曼史」。這顯示受訪

者與當地一般男性的階層差距，不僅是經濟能力的差距，更是Vebelen

（[1899] 1994）所說消費模式的差距，使得臺灣女性與周遭當地男性

在生活形式與休閒活動上有著不小的差異，降低了兩者交往的可能。

在另一次的會面當中，D-19的好友Peggy也一起共進晚餐，Peggy

說道：「你一定不相信我來這邊五六年都沒有交男朋友，就是沒有

啊」。筆者正用「妳們這些女人，看不起人家騎腳踏車啦」來調侃

D-19與 Peggy，並繼續問說：「妳們覺得到底是經濟能力的問題，還

是文化思維上的差距」。Peggy 回答：「不能這樣分，我覺得是一起

的。就像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就不可能坐在這邊吃牛排，就不可能知

道該怎麼用刀叉，更不可能知道要怎麼點餐才比較好吃」。在接下來

的討論當中，D-19與Peggy都表示，這並不只是經濟能力上帶來消費

模式的差距，更是文化層次上生活品味與談吐思維的差距。

對受訪者而言，「牛排問題」顯現的不僅是她們與當地男性在經

濟能力上有所差距，更是顯示在需要若干經濟能力才能支撐的消費模

式上，以及在必須經由特定的消費模式才能逐漸培養的品味與實踐

27 「摩的」（一般發音 Mo Di）是一種以摩托車來攬客，並且向乘客收取費用的運輸工
具。價格比同路程的公交車高，卻又比一般的計程車低，是當時東莞與上海郊區常見
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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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著相當差距。如果只看某個時間點，會以為只是 Bourdieu

（1984）「社會空間」當中，小資階層藉由特定的品味與消費，將與

自己不合的行為者排除在交往圈外的現象 。但是，當筆者撰寫本文

時，筆者與受訪者已經認識超過五年，透過不斷的往返聯繫，筆者不

僅瞭解她們移居後的生活，也對移居前的背景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

筆者發現受訪者所謂「跟當地人不一樣」的「高文化」消費模式（例

如：欣賞歌劇或音樂會，或到有名的西餐廳用餐），並不是在移居前

就熟悉，而是移居後逐漸養成，甚至再成為新身份地位的象徵。

對這些在臺灣只是「小職員 / 小老闆」的受訪者而言，是不太可

能經常出入這些需要一定經濟能力才能支撐的「高文化」消費場所，

但是，到了大陸成為「機要秘書 / 經理」時，卻有了多餘的經濟能力

來嘗試這些消費模式，再逐漸模仿學習，有時只是為了區別自己與當

地人不同，而刻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受訪者所說她們與當地一般

男性「消費模式的差距」及「品味與實踐的差距」，相當一部份並非

移居前就已經具備，而是移居後逐漸學習培養而來。28 某些程度更像

是Bourdieu（1984）所說，是小資階層刻意學習上層社會的品味，希

望藉此內化而提升地位，甚至刻意避免原來的品味模式，將尚未習得

上層社會品味的行為者貶為低階的他者，並非自己真的熟悉且內化了

這些「高文化」的品味。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社會階層如何影響個人

的消費習慣與品味模式，並且成為社會關係的基礎，更是看到受訪者

不但模仿學習特定的消費或休閒活動，並且藉此標示自己的社會地

位，然後將不熟悉這些消費模式的人（通常是當地人），都視為「低

階的他者」，排除在自己的社交圈之外。

但是，這些差距在某些時候也如同 Bourdieu（1984）所說，是生

28 舉例而言，即使高爾夫球已經相當普遍，但是如同馬術一樣仍被視為是貴族活動。在
臺灣並不熟悉高爾夫球的小職員，到了東莞後因為成了機要秘書而有機會經常接觸，
即使並非公務需要，也會在週末與假日一同相約「去打高爾夫吧」，形成一個只有臺
灣人參與的「高爾夫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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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味與慣習的真實差異。對受訪者而言，假日白天到市區的星巴客

喝杯咖啡、晚上在西餐廳用餐、夜晚在酒吧小酌或狂歡，不但是消費

或休閒行為，更是生活品味的表現，這些移居後的消費模式，不但是

生活調劑，也逐漸內化成為有某種感知氣息的慣習，然後在不同的場

域中實踐。受訪者不但有意識地模仿與內化新的消費習慣，並且選擇

適當的場合實踐，也會根據當地人在這些場合的實踐，來推敲對方的

品味與內在慣習，進而判斷對方的階層位置，作為是否應該進一步交

往的判斷基礎。當有些當地臺灣男性告訴筆者「手提 LV 的包包，邊

走邊啃甘蔗的女生」的笑話，女性受訪者也告訴筆者類似「穿著汗衫

短褲開賓士」、「穿西裝卻蹲在路邊」的笑話，來說明自己與當地人

的差距，並不只是經濟能力與消費行為的差距，更是生活品味與感知

氣息的差距。

這類的笑話很殘忍，反映了受訪者對階層差異的看法。筆者無意

附和受訪者的看法，也無從考察這些笑話的真實性，但是，每當這類

笑話出現時，一定還有其他人在旁提供類似的例子以「補充說明」，

甚至是直接告訴筆者「你說的那一種，各方面都有一定水準的，在臺

灣是基本配備不難找到；在這邊卻是高階配備，很難遇到」，來說明

即使是遇到了有一樣經濟能力的當地人，也可能會發現這個當地人在

某些品味與慣習上，與自己有意想不到的落差。從這類笑話廣為流傳

的程度，以及「基本配備 / 高階配備」的說法，顯示對受訪者而言，

她們之所以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不但是經濟面向的差距，也是文

化面向的差距；不僅是消費模式的差距，更是生活品味的差距；不僅

是外在實踐的差距，更是內在感知氣息的差距。這些差距不僅是約會

時如何「吃牛排、看電影、喝咖啡」的差距，更是生活當中的衣著外

貌、談話內容、排隊點餐、討論新聞時事，甚至是舉手投足肢體語言

的差距。這些看似細微不重要的現象，卻提醒了受訪者她們與當地男

性的差距，因此，除非特殊情況，她們對於當地男性都是抱持排斥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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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小結：跨越時空的比較

從前述的討論中得知，受訪者普遍都將當地社會視為一個低階落

後的環境，作為自己與當地保持距離的理由，「排斥當地男性」正是

這個思維下的重要表徵。但是，筆者也發現她們的「階層位置」概

念，除了來自於日常生活當中「臺灣人（通常是指自己與熟識親友）

與當地人（通常是指自己生活周遭的當地同事）在當地社會的相互比

較」，也來自「原生地與現居地在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筆者更進

一步的發現，在受訪者心中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是以臺灣主要城市

（通常是臺北）來與現居地（東莞或上海）比較，作為「階層位置」

與「進步/落後」的論證基礎，除非是刻意討論，通常忽略兩地內部的

差異，也忽略臺灣人內部差異的事實，作為自己「比較高階」而與大

陸人保持距離的理由。29

也就是說，受訪者對自己在當地社會位階的認定，類似於 Colic-

Peisker（2008）所述「移居者母國與地主國在國際上的相對位階，加

上移居者在當地社會所屬團體的位階」，但是進一步精緻為「臺灣

（臺北）與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相對位階，加上臺灣社群在東莞

/上海的位階」，得到「自己比當地人高階」的結論。根據這個結論，

受訪者不僅自己與當地人保持距離，更會給予新進者（例如：當時的

筆者）一系列的生活建議。在此，筆者無意細談這些建議的內容，但

是想指出這些建議說明了階層差距，不僅影響著她們的移居經驗，並

且被認可成為常規，約束她們的生活。

這個發現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於受訪者的認定方式相當程

度是受到臺灣（臺北）與現居住地（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相對

29 在此，筆者要特別提出受訪者「忽略內部差異」的現象。舉例來說，受訪者大多都知
道所謂的「當地人」其實分成「當地戶籍人口」與「當地非戶籍人口」，前者擁有穩
定的收入，享受有一定的生活品質與社會地位，後者多為來自外省市的農民工，生活
在社會底層，但是受訪者普遍忽視前者的存在，將後者視為「當地人」的代稱，進而
符合「當地人是比較低階」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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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當東莞與上海的城市發展與一般居民的素質有所差異時，應該

可以發現東莞與上海兩地同類型的受訪者，她們對當地社會的態度是

有所差異的。第二、隨著中國崛起，東莞 / 上海在兩岸之間的位階也

逐漸上升，應該會發現受訪者對自己階層位置的認定也發生了改變，

進而影響到她們對當地社會的態度。如果這個空間與時間的差異確實

存在，受訪者對當地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對當地男性的看法，是否又

有不同？

不論是新聞媒體或相關研究都顯示，雖然上海的基礎建設與生活

水準與臺灣（臺北）有一段差距，但是卻比東莞來得更現代化與舒

適。30不少受訪者自己或親友更是經常往來在臺灣 / 上海、臺灣 / 東

莞，或是上海 / 東莞之間，這些非正式的資訊都使受訪者在心中有一

個「先進位階排序表」，在 2004-2005年依序為臺北、上海、東莞。

在這個排序表當中，臺北是個雖然領先，但是政治不安令人憂慮；上

海是個雖落後於臺灣（臺北），但是「有上升潛力」的城市；東莞則

被認為是一個「只適合賺錢」，不宜居住的地方。在這個情況下，如

果將同一時間，東莞 / 上海兩地同類型的受訪者相比，上海的受訪者

比東莞的受訪者較少強調自己與當地人之間的差距，對當地男性也持

著較為開放態度。

例如，上海的 Lotus（受訪者 S-5 同事，背景與東莞 D-11 好友

Peggy相似）也曾經表示與東莞「牛排事件」的Peggy基於相同原因，

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但是偶而也會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表示「去新

天地坐坐，看看能不能遇到 CEO」當作自己的週末娛樂。對 Lotus而

言，上海的基礎建設的確比臺北略遜一籌，但是五光十色的外灘與浦

東商廈，加上淮海西路上的酒吧與招待所，帶給她某種程度西化的想

像空間。對於在臺灣只是小職員，到了上海成為核心幕僚的 Lotus 來

30 筆者刻意不引述國際上對東亞城市間的評比，是因為受訪者心目中的評比順序，是來
自於生活當中的觀察與體會，與所謂的「標準化」評比並無關連，雖然兩者的結果相
距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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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臺灣不一定有機會感受到的想像空間，卻在上海體驗到了，因

此有時也認為如果遇到適合的當地男性，也不排除發展出一段戀情，

即使可能不會長久。

而這種情況在 2004-2005年的東莞幾乎未曾聽聞。對當時的受訪

者而言，東莞 / 廣州的基礎建設落後臺北太多。雖然有著不少臺灣人

開的「上島咖啡」、「藍鳥西餐廳」或小酒吧，但是除了麥當勞與肯

德基之外，「真正的」西式餐飲並不多。當東莞東城區有了第一家星

巴克，酒吧街開始吸引人潮，廣州天河城的購物中心開始營業，珠江

邊的白天鵝賓館開始提供下午茶套餐時，這些「新產品」的確吸引不

同的受訪者相約前往消費。然而，東莞的受訪者感受到的並不是如同

上海 Lotus所說「看看能不能遇到 CEO」的好奇與探險，而是在消費

過程中「先經歷混亂的交通」，慶幸「終於找到一個像樣地方」的

「朝聖」經驗。反而使得東莞受訪者更確立了自己與當地社會的差

距，更相信對當地男性的隔離態度是正確的。

但是，如果進行同一城市不同時期（2004-2005 年與 2008-2009

年）的比較，更容易發現外部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在 2008 年中

國主辦奧運時，雖然地點不在東莞與上海，而是千里之外的北京，但

當時的臺灣社會正在為了總統大選而互相攻擊，相較之下，受訪者普

遍有一種「中國崛起、臺灣衰退」的感受（即使這個崛起的中國仍有

很多問題需要處理，而這個衰退的臺灣仍有許多值得讚賞之處），連

帶影響了現居地（東莞 /上海）在兩岸城市之間相對位階的感受。

當上海與廣州為了籌辦 2010 年世博會與亞運會，大力提升市區

基礎建設與服務品質，引進西式經營管理的服務業時，也對受訪者帶

來不小的影響。在 2004-2005年「交通很糟糕」的上海，到 2008-2009

年卻是「地鐵路線比台北還多」的上海；在 2004-2005年「只有一家

星巴克」的廣州，到 2008-2009年已經成了「全市有 21家，你說哪一

家」的廣州；在 2004-2005年在東莞說「我們約在家樂福」，不用細

說，因為「全東莞只有一家」，到 2008-2009年已經成了「難怪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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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你，原來你在這一家」的東莞。這些看似「很不科學」的比較，

卻從受訪者口中清楚感受到，她們認為當地社會正在快速地改善，自

己的競爭優勢逐漸下降，因此，每日兢兢業業工作為的不再是「兩倍

的薪水加上來回機票」，而是「不要被砍掉就好」。

筆者並不否認也許這是生命軌跡影響了受訪者的態度，讓

2008-2009 年的受訪者都比五年前的自己對當地社會呈現出更大的接

受度。但是，當不同的受訪者都有方向一致的改變時，更無法否認這

是外部環境改變造成的影響。例如，在 2004-2005年經常批評「大陸

人沒水準，我不會在這邊買房子，也不會讓我女兒在這邊讀大學」的

Olivia（D-22 的配偶），到 2008-2009 年已經在東莞市區購置兩戶不

動產，並且希望女兒能夠進入廣州某知名大學就讀；在 2004-2005年

表示因為「臺灣沒工作只好來這邊，兩三年就要回去」的Lotus（D-5

的同事），歷經與臺灣男友的分分合合，最後到 2008-2009年男友辭

掉台北的工作來上海；在 2004-2005年「牛排事件」的 Peggy 依然單

身，但也不再那麼排斥與當地男性，因為到 2008-2009年時她妹妹正

與一位當地男性交往；在 2004-2005年時「門禁事件」延伸出的傳聞

女主角Doris，到 2008-2009年已與當地男性結婚定居。整體而言，雖

然 2008-2009年的受訪者依舊抱怨當地男性「沒水準」，但是不再像

五年前那麼強烈，也開始表示「其實有的也不一樣，只是要注意

找」。31這些改變都顯示隨著中國崛起，東莞 /上海 /臺北在兩地之間

的相對位階也發生了變化，臺灣人社群在東莞 / 上海的相對位階也有

了改變，這些改變使得受訪者以更開放的態度，來處理自己與當地社

會的關係。

31 筆者在修改本文時，正巧剛發生臺灣女明星徐熙媛與大陸富商二代汪小菲閃電結婚的
消息。在 2004年曾經表示「我不要坐他的腳踏車」的D-19，也在 2010年轉赴上海。
她在MSN當中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表示，要筆者介紹男友，也表示不在那麼排斥當地男
性，只要「優質的就好」。雖然D-19一時之間也說不清什麼叫做「優質」，但她與其
他受訪者的轉變，說明時空環境的改變影響了相對的階層位置，進一步調整了對當地
男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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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說，傳統的移民研究集中在「南向北」低技術

勞工人口的流動，研究重點多半從移居者與當地社會之間的族群差

異，或源自於族群差異的文化差異，來解釋他們在當地的生活適應或

障礙。即使發現移居者與當地社會之間有階層差異，也認為背後的族

群差異才是關鍵因素，因此都忽略了從階層差異來討論移居生活的影

響。這種對階層差異的忽視，一直到近年「南向北」的流動者不一定

是低技術的勞工，以及「北向南」人口流動的研究出現後，才逐漸發

生改變。然而，既有的研究既是跨階層，又都是跨族群的研究，很難

確定階層因素有多少的影響力。有限的「北向南」人口流動研究，又

都是以男性或已婚女性為對象，以單身女性為主題的討論極為有限。

本文的對象，是華人社會當中的人口流動，又是從想像中發展程

度較高的臺灣（臺北）進入感覺上起步較晚的中國大陸沿海城市（東

莞 / 上海）。當「族群」的差異被降低之後，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

層位置又與傳統研究不同，正是居於優勢位置時，剛好提供了一個好

機會來討論階層差異對於移居生活可能帶來的影響，並且以單身臺籍

女性對當地男性的態度為例說明。

在經驗層次上，本研究發現，雖然受訪者在移居前，大多只是臺

灣社會一般認定的小職員或小企業主，然而在移居後，都被提升到相

對優勢的階層位置，成為機要秘書或專業經理人。此一位置上的「升

級」，會促使受訪者刻意模仿或展現若干消費行為、生活品味與感知

氣息，用以區別自己與當地人的不同。當受訪者遇到身份不明確的

「他者」時，受訪者便以「他者」是否具備相似的消費行為、生活品

味與感知氣息，當作是否進一步互動的標準。這種判斷方式更具體顯

現在受訪者的擇偶標準上，除非有其他方式能事先得知訊息，否則都

先入為主地認定所接觸的當地人都屬於「低階的他者」，而只將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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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的互動維持在禮貌友善的表面層次上。

本研究也發現，雖然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與自身職務的

提升有關，但是更受到「原居地（臺灣）」與「現居地（東莞/上

海）」在兩岸之間的相互比較所影響。在 2004-2005年，臺北的發展

大幅領先東莞，部分領先上海時，發現東莞的受訪者在當地也最缺乏

幸福感與歸屬感，最不願意與當地男性有所互動。在 2008-2009年，

東莞與上海的發展逐漸接近臺北，甚至部分超越臺北時，發現兩地的

受訪者與當地男性互動的意願也有所改變，雖然改變的幅度仍然有

限。這些變化顯示，移居者本身的情況，以及原居地 / 現居地的相對

比較，共同影響移居者在當地社會的階層位置，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移

居經驗。這種「優勢移民」的現象，一方面反映出階層位置對移居生

活的影響，補充既有「移民研究」欠缺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回答了既

有「中國大陸臺商研究」中，為什麼移居者不願意在當地「安身立

命」的疑問。

在理論層次上，本研究得到兩個結果。第一、由於原生國的社會

結構或移居者本身的能力有限，透過世界體系往更低階的國家流動，

在新國家佔據一定的優勢位置，成為中低階白領向上流動的機會。第

二、此一流動模式下的移居者，由於在新國家佔據了一定的優勢位

置，除非情境改變，不太願意與當地社會產生密切的互動。這兩項發

現，打破了傳統「階層研究」的政治或地理疆界，將「跨國人口流

動」與「階層流動」結合，形成一個跨國版的分析。

在這個跨國版的分析當中，行為者與過去的「勞工移民」不同，

都有一定知識技術或資源，他們行動的參照點不一定是以本國人為對

象，而相當可能是與跨國的他者交互比較，作為自己行動的基礎。然

而，筆者並不認為行為者的跨國交互比較是可以無限延伸。行為者的

原生國與新國家在遷移的制度安排上是否提供一定程度的便利？相關

國家在語言文化上是否有一定的親近性？行為者本身的人格特質，以

及知識技術與資源的充裕程度為何？這些都增強（或降低）移居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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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跨國交互比較的可能。無論如何，這些發現都引導我們未來思考

將國際移民研究與階層研究結合的可能。

在未來的研究展望上，我們應該重新檢視移居者在新環境的適應

或障礙，有哪些是出於族群差異的影響，又有哪些是出於階層差異的

影響？或是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除了應該有更多的研究，探討從先

進國家進入臺灣的外國人，以及從臺灣移往後進國家的本國人，討論

他們的移居經驗。也應該有更大規模的研究，比較同族群但不同階層

位置移居者的移居經驗（例如：從泰國到臺灣的工程師與外勞），或

比較不同族群但階層位置相同移居者的移居經驗（例如：從印尼到臺

灣的印尼勞工與華人勞工），才能避免過去將國際移民研究與階層研

究二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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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lone, Taiwanese SingleWomen in

Mainland China

Ping Lin*

Abstra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lass 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aspect of developing cross-border migration, especially for people moving

from more- to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ingle professional Taiwanese

females in China are one such group of migrants. It is helpfu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lass onmigration when the class gap between the migrants and

the host society is obvious but the gap in ethnicity is little.

Most of the supporting information was gathered during informal bu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single Taiwanese women in Dongguan and

Shanghai, supplemented by data from ethnography on interviewees' daily

lives in 2004-2005 and 2008-2009. The data indicate that despite these

Taiwanese respondents' diverse backgrounds, all respondents had class

position higher than most local Chinese. Due to this class gap, respondents

were reluctant to mix with the local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ating with

Mainland Chinese men, unless these Chinese were definitely from the

privileged class. Without the proper social lif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ost respondents felt lonely and reluctant to settle down.

The finding of class influence on immigrants' daily lives has been little

explored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It not only explains why respondents

were reluctant to integrate with the host society, but also suggests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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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of research for the fields of migration studies and class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lass, migration, integration, single Taiwanese women,

mainland Chinese men




